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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
基于晚清音乐教科书出版路径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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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构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音乐教科书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作为近代

音乐教科书出版的肇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历了从英美教会零星出版,到以日译教科书编译为主

体,再到教科书中国本土化的不同历史阶段。 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指示

出该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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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代中国音乐学研究的核心议题[1]
 

。 讨论当代中国音乐学的理论话

语体系,离不开对中国近代音乐学话语体系的梳理与反思。 作为一种独特的体系化知识,近代音乐教科

书的编纂出版不仅直接参与、推动了近代音乐学科、话语、知识体系的构建,其背后隐藏的知识生产及传

播脉络更反映近代跨文化传播进程中的文化权力关系。 本文所使用的“近代”概念主要是指清季西方

音乐与中国音乐相遇以来的历史过程。 具体而言,本文讨论的时间范畴是指新教传教士来华至清末中

国音乐学科确立的这一时段。

晚清是西方音乐学传入与中国近代音乐知识体系化、学科化的关键时期,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

版在提供一种广泛认同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引申出一系列复杂的跨文化传播问题。 然而颇令人

遗憾,学科史研究中对教材的关注多集中在历史、地理等学科,对音乐教材的系统研究为数尚少。 笔者

所见相关研究仅有孙继南《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 (《音乐研

究》,2010 年第 3 期),吴小鸥、张瑞《沈心工对中国新式教科书之贡献》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

版),2016 年第 4 期),程征《从官编音乐教科书看清末“国家主义”音乐教育思想的初兴》(《中国音乐》,

2022 年第 5 期)少数几篇专业论文对该问题有所涉及。 总体来说,既有音乐史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还相对滞后,难以全面、准确理解近代西学背景下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 有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陃,拟以

清季知识“仓库”之一种的音乐教科书为突破口,从其出版路径观察晚清音乐知识建构背后的权力话

语,以期阐明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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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西方现代音乐输入的“英美路径”

晚期是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关键时期,西学东渐是讨论中国音乐学转型或确立不可忽略的重要背

景。 19 世纪下半叶的西乐东传构成了近代中国与西方音乐的最初相遇,拉开了西方音乐知识跨语际传

播的帷幕。 作为早期跨文化传播的主体,英美传教士充当了晚清西方音乐跨文化传播的代理( agent)。

从知识传播的路径上看,早期音乐知识的输入体现出鲜明的“英美路径”。 这一时期传教士多从实用主

义的角度,从英美教会中使用的圣诗曲谱,根据实践教学的需要简单整理改编,呈现出典型的西方中心

主义色彩的“传者”特征。

(一)早期西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尝试

在晚清的音乐知识仓库中,具有一定知识权威的教科书,在知识代际传承过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早期以宗教传播为主体的音乐传播中,事实上并无“教科书”这一概念。 不过出于宗教崇拜的目的,

传教士为教授圣诗而编纂的赞美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教本”的功能。 19 世纪初期,宗教赞美诗集

即已在中国沿海各地陆续出版。 据伟烈亚力统计,从 1818 年至 1867 年的 50 年间,基督教传教士共编

译赞美诗计有 41 种。 据笔者所掌握的教会出版物书目索引,1868 年至 1911 年间,基督教所出赞美诗至

少在 56 种以上,两者合计总数将近百种[2] 。 这些赞美诗集主要直接从英美圣诗集直接翻译,大多以文

理或方言完成,旨在跨越传教过程中的“巴别塔”困境,明显体现出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适应策略。 在内

容上,虽偶有传教士自己创作的作品,但数量较少,更不乏挪用、转译的情况。

这些赞美诗集中,部分诗集除了纯粹的圣诗外,也收录了简要的音乐理论和唱法教授。 从编辑目的

上看,编纂者显然是想让这些诗集发挥“教科书”的功能,从而帮助受众掌握基本的西式乐理以习得唱

法。 事实上,部分传教士也的确直接将这些乐理著述充当教会学校音乐教材,从而产生了最早的西式音

乐教科书雏形。 典型的如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应思理(Elia
 

B.
 

Inslee)1858 年编纂出版的《圣山谐歌》,该

书除有圣诗外,就附有 5 页的“唱言缕晰”。 所谓的“唱言缕晰”就是用于习唱的西方乐理简介。 应氏后

来在杭州创办男女书塾,就曾开设音乐课程,且直接使用《圣山谐歌》作为教材[3] 。

早期的赞美诗集基于实用的考虑,记谱方法或用五线谱,或用 Tonic
 

Sol-
 

fa 谱,部分还采用简谱或

工尺谱,种类繁多,反映出西方音乐初传中国的繁杂性和多样性。 苏格兰传教士杜嘉德(Carstairs
 

Doug-

las)就是 Tonic
 

Sol-
 

fa
 

记谱法的代表。 他分别编有《养心神诗》(1868 年,厦门)、《乐法启蒙》(1868 年-

1870 年间,厦门)、《乐理颇晰》(1870 年,厦门)、《西国乐法》 (1870 年代初,不可考)四书[4]
 

。 杜嘉德的

哥哥就曾提到,杜嘉德在厦门期间,为了教民和学生能唱好圣诗,特意编写了一本“ Sol-fa”歌谱。 只要

时间允许,他就用这本书来教学生,结果很成功[5]
 

。 杜嘉德主导的“主音嗖乏”教学法也成为早期传教

士音乐教法的典型代表。

早期赞美诗集的编纂出版,虽不能算得上是严格意义的“教科书”,但却可视作早期西式音乐教科

书的编纂尝试,不少作品在宗教传播实践中也的确发挥了“教科书”的功能。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的音乐

活动大抵是近代最早开展西方音乐教育的实践之一,也是西方音乐知识跨文化系统传播的最初尝试。

这些早期赞美诗集的出版,客观上有助于推动西方乐理知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

(二)教会学校西式音乐教科书的编纂

教科书的编纂往往与学校教育紧密关联。 随着基督教涉足中小学教育,晚清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得

以陆续开展,众多教会学校纷纷设立音乐课程,并着手编纂用于教学的教科书。 作为系统性、规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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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音乐知识体系,这些教科书成为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系统传播的主要途径。 近代中国音乐教育发

端于基督教会学校。 早在 1844-1845 年间,马礼逊学校课表中就显示开设有声乐课程。 此后,宁波、上

海的一些学校也纷纷开设音乐课程。 倪维思夫人(Mrs.
 

John
 

L.
 

Nevius)回忆说:“到宁波六个月后就开

始在他们所办的两所寄宿学校教唱歌。”一年之中,她教过“大约 40 个男童,30 个女童” “每周在教堂聚

集两次” [6] 。 1857 年,晁德莅神父报告上海徐汇公学进步较快的学生会加开例如法文、唱歌、音乐、图画

等学科课程,而学生对这些学科的爱好与接受能力,让老师们感到惊奇[7]
 

。 不过上述记述只简约提及音

乐教育,并未谈到音乐教科书的使用。 据笔者所见,较早提及教科书使用的是傅兰雅( John
 

Fryer)。

1861-1863 年间,傅兰雅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教授音乐,他在一封信中就提到其时使用的教科书,他说:

“这一‘变调图’是我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因为只有一本教科书,我只好把教学内容统统都抄到黑板

上,教完后,让他们以同样的方式连例子和文字都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在第二年年底,学生还在圣保罗

书院公共会考时举办了一场音乐会,所有的节目都选自先前使用的这本教科书[8] 。 按傅兰雅的习惯,这

本教科书也应该是采取 Tonic
 

Sol-
 

fa 记谱。

在其时教会学校中,知名度较高、使用较普遍的音乐教材是 1872 年狄就烈(Julia
 

Brown)所编《西国

乐法启蒙》。 狄就烈是著名传教士狄考文的夫人,她于 1864 年到达登州传教,当年秋始在免费义塾中教

授音乐。 1872 年,登州蒙养学堂改为“文会馆”,学制分为备斋与正斋两类,备斋第二年课程中即有“乐

法启蒙”课。 是年,狄就烈出版《西国乐法启蒙》以作该科教材。 《西国乐法启蒙》出版后,1879 年曾补

编印行,1892 年再作增补重印,改名为《圣诗谱(附乐法启蒙)》。 题名《圣诗谱》显然又回到基督教赞美

诗的传统之中,所不同的是,这本《圣诗谱》附录的“乐法启蒙”采用了西方音乐的基本理论。 1907 年、

1913 年,《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再次重印[9] 。 由此足见这本音乐教材在教会学校中使用之广泛。

1877 年 5 月,基督教在华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 School
 

and
 

Textbook
 

Se-

ries
 

Committee),负责编辑审定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 委员会决定编辑初、高级两套学校教材,初级教

材由傅兰雅负责,高级教材由林乐知负责,其中就包括音乐(声乐、器乐)科目教材[10]
 

。 据 1877 年学校

教科书委员会总干事韦廉臣提交的报告显示,其时编辑全部教材 49 种,音乐类教材采用的是狄就烈编

的《声乐与器乐》 [11]233-234。 1880 年,该委员会报告学校所用教科书共 63 种,科目内容大为扩充,音乐类

的教科书仍然沿用《声乐与器乐》 [11]235-236。 《声乐与器乐》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上第一本正式的

“教科书”。

除纯粹的音乐教材外,教会方面还曾出版与音乐学相关的《声学须知》《声学揭要》等书。 上述各书

严格意义上属于物理学,但却与乐理知识相关。 《声学须知》系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编撰的丛书《格致

须知》中的一种,主要以物理方法分析声音的原理,略有论及音律[12]377。 是书出版后,也被各类学校普

遍用作声学知识的普及性教材[13]
 

。 《声学揭要》最初由山东登州文会馆出版于 1893 年,次年经益智书

会校订改由上海美华书馆印行。 该书是从当时欧洲流行的初级物理教科书———法国人加诺著《初等物

理学》(Elementary
 

Treatise
 

on
 

Physics)英译本第 14 版节译而来。 该译本最早在登州文会馆采用,用于向

学生讲授浅显的声学常识。 至 1907 年时,美华书馆已出版至第三版。

总体而言,早期教会学校的音乐教育开启了西方音乐知识系统输入的帷幕,揭示了以英美为主要源

头的现代西方音乐知识的输入路径与历史逻辑。 西方音乐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教科书作为一种

规范化、系统化的西方音乐知识发挥着特殊作用。 不过,基督教出于传教目的对西方音乐知识的整理、

制作、编纂,因其传播主体以传教士为主,传播空间也多局限在较为封闭的教会内部,是以较难跨越中西

文化的屏障,难以激发中国受众的接受主动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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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末现代音乐知识的传播转向

自 19 世纪早期东西方文化的最初接触始,西方音乐知识的传播一直以英美为主要知识来源。 这种

自西徂东的流动过程历经近百年,受日本明治后新音乐运动的影响,在 20 世纪初出现明显的传播转向。
清末现代音乐知识的传播转向,指示了中国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另一种话语脉络,也揭示了近代知识流

动背后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一)日本音乐运动的刺激与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采取了明显的革新举措,直接刺

激了日本的现代音乐运动。 19 世纪下半叶始,西方音乐开始大规模进入日本,日本在吸收欧美音乐文

化的基础之上推进音乐的现代转型。 明治四年(1871),明治政府为吸收欧美文化,推进“教育的近代

化”,专门设立了“文部省”,并于次年公布了新的学制。 新的学制中明确规定,6-9 岁的小学生要“唱

歌”,14-16 岁的中学生要学习“奏乐”,由此拉开了日本近代音乐教育的序幕。 明治十二年(1879),伊
泽修二率先向文部省申请设立了“音乐取调挂”。 “音乐取调挂”的设立旨在和洋折衷、创作新曲,培育

国乐人才,推动学校音乐教育实施。 “音乐取调挂”成为推动日本近代音乐运动的重要推动者,伊泽修

二、梅森、铃木米次郎等人成为日本著名的音乐教育家。
日本现代音乐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知识界对西洋音乐的接受态度,中国知识界接受西方音乐的路

径由此出现明显转向。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日本现代音乐运动风起云涌,此时也正值中国留日的高

峰。 受日本音乐运动的影响,中国留日学生在耳濡目染之下开始投身现代音乐运动,并将其时在日本大

为流行的西方音乐知识译介回国。 观察国内的出版市场,1906 年前音乐教科书出版种类还相对较少。
留日的曾志忞当时感慨:“音乐教科书,今全国仅有二三种。 且此一二种,又出于极脆弱、极单薄之手。
于此而欲语普及,云何可期。” [14] 1906 年起,音乐教科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并在 1906,1907 年两年间出

现出版小高峰。 两三年间,各类音乐类教科书蜂拥而出。 王国维观察说:“二三年学校唱歌集之出版者

以数十计,大都会之小学校亦往往设唱歌一科。” [15]可见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之盛。
据不完全统计,1904 年至 1911 年间,除传教士所编音乐教科书外,国内各类音乐类教科书至少有

42 种之多。 这些音乐教科书,绝大多数都是从日本各类音乐教科书借鉴编译而来。 有学者就统计:“从

1903 年至 1907 年,仅 4 年时间,主要由中国留日学生编创的学校唱歌集就达 23 册,收集近 500 首乐

歌。” [16]日译音乐教科书占据音乐教科书市场的主体,这提示晚清音乐知识的来源出现了重大转向,日
本逐渐取代英美成为近代音乐知识传播的主要来源。 清末出版的日译音乐教科书主要分为乐理类教科

书与歌曲类教科书,兹分述如下。
(二)晚清出版的日译乐理类教科书

乐理类教科书旨在讲授西方音乐基本理论。 清末国内出版的乐理教科书基本全由日本乐理教科书

译出。 1904 年,曾志忞翻译出版了近代第一部音乐理论教科书《乐典教科书》。 该书原是英国拜耳所选

编《学校音乐论理教科书》,后由日本高等师范学校铃木米次郎译为日文,并改名为《音乐理论》,经日本

文部省审定作为全国教材。 曾志忞留日期间师从铃木米次郎,曾使用这本书作为教材,因而直接从铃木

米次郎日译本翻译而来[17]
 

。 中译《乐典教科书》定价大洋一圆,由日本东京三协合资会社印刷,上海广

智书局负责发行。 作为系统介绍西洋乐理的一本著作,《乐典教科书》出版后受到中国音乐界的追捧,
成为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的经典之作。 此后民初曾有数种改编的音乐理论教科书,多沿用此书为底本,
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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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清末乐理类教科书一览表

时间 编译者 著作名称 备注

1904 年 曾志忞 《乐典教科书》
原系英国拜耳选编《学校音乐论理教科书》,后由铃木米次郎译

为日文,改名为《音乐理论》。

1905 年 陈邦镇 《音乐学》
据铃木米次郎的乐理讲义编译而成,湖北省师范学校学生教

科书。

1906 年 黄子绳、权国垣等 《乐典教科书》 湖北学务处发行。

1906 年 辛汉、伍崇明 《乐典大意》 原著铃木米次郎,东京自醒堂出版。

1906 年 倪觉民 《初等乐典教科书》 原著为日本山田源一郎及多梅稚合著的《初等乐典教科书》。

1907 年 徐傅霖、孙掞 《中学乐典教科书》
原著田村虎藏,上海商务初版于 1907 年 12 月,价 3 角,师范学

校及中学校用。 1913 年 4 月第 7 版。

1908 年 沈彭年 《音乐教科书:乐理概论》
国人自编,内容多取自日人乌居忱氏音乐理论,中国图书公司出

版,中学及师范专用。

1909 年 李燮义(剑虹) 《乐典》
中国集成公司出版,主要据日本东京音乐学校讲授内容编辑而

成,每章后附“练习课”。

除曾译《乐典教科书》,1905 年至 1909 年间,陈邦镇、黄子绳、辛汉等留日学生纷纷加入翻译队伍。

表 2 整理了该时期出版的较有代表性的乐理教科书,可见该时期在国内掀起了音乐理论教科书编译出

版的一个小高潮,这些作品多为清末的中学、师范学校使用。 这些乐理著作皆由日本译入,多系日本当

时流行的音乐理论著作。 这些著述在内容、结构上不乏相通之处,理论体系自成系统,不但形成了出版

上的垄断,更形成了相对独立、前后贯通的语言和知识体系,对中国现代音乐学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可

小觑。 清末乐理教科书的广泛采用,至少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西方音乐理论已有较为系统性、普遍性的

认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开始真正起步。

(三)清末出版的日译歌曲类教科书

除乐理类教科书外,清末还大量出版过歌曲类教科书。 歌曲类教科书多由各种学堂乐歌组成,主要

为不同程度的学生提供歌唱词曲。 这类教科书的出版与晚清学堂乐歌的流行密切相关。 随着晚清教育

革新,新式学堂在 20 世纪初广泛建立,音乐艺术也被赋予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重任。 受军国民思

想洗礼,学堂乐歌在晚清迅速流行。 歌曲类教科书为学堂乐歌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知识准备,学堂乐歌运

动也反过来刺激了此类教科书的流行。 目前所见,晚清最早出版的歌曲类教科书系曾志忞 1904 年 5 月

出版的《教育唱歌集》,该书出版后反响极佳,至次年 9 月已连续 4 次再版。

继《教育唱歌集》发其端后,沈心工、辛汉、黄子绳等留日学生也纷纷投身歌唱集的编纂队伍,编译

了多种歌唱集作品。 重要者如 1904 年沈心工编译的《学堂唱歌集》,1905 年黄子绳编译的《教育唱歌》,

1906 年王季梁、胡君复编译的《唱歌游戏》、辛汉编译的《中学唱歌集》、倪觉民编译的《女学唱歌集》等。

据 1907 年《教育季报》所示,是年商务印书馆选定初等小学各科书目单中,即有《小学唱歌教科书》 (系

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唱歌游戏》两种入选。 上述几种乐歌集在清末都较为盛行,有较广泛的群众基

础。 伴随着学堂“乐歌”的兴起,一大批教授唱歌的音乐教科书以及各类学堂乐歌集得以迅速出版,很

快开创出一个全新的充满时代话语的音乐出版物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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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清末日译歌曲教科书的曲目与内容,不难发现其底本多出自当时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之手,深
刻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转译”的特征。 清末所译歌曲类教科书多是从日本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田
村虎藏、石原重雄、山田源一郎等人的著作中译出。 以铃木米次郎为例,由于曾志忞、沈心工、辛汉、华振

等留学生都曾在东京追随铃木米次郎学习音乐教育,因而铃木米次郎的著作被广泛编译引入。 诸如

《乐典教科书》《音乐学》 《乐典大意》 《风琴教科书》等多部作品都直接被编译作为清末音乐教育的教

材。 不仅如此,铃木米次郎还曾亲赴中国讲学,为辛汉等人的译作校阅或作序。 由此,铃木米次郎的音

乐理论和音乐教育观念一度成为晚清音乐教育的“经典”,使得中国现代音乐带有典型的日译特征。 这

种底本“集中”的特点虽然有视野较为狭隘的不足,但也有体系相对系统,内容彼此关联,通俗易懂的优

势,因而更易获得普遍的认可。
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大多由留日学生群体编译,跨传播的代理人(agent)由早期的传教士转换成为

中国知识分子,因而其传播体现为中国知识界结合中国实际有选择性、指向性的主动接受过程。 这些编

译者大多在 20 世纪初期负笈东洋,其中的佼佼者如曾忞、沈心工、李叔同、辛汉、华振、路黎元等人,大多

是中国近代音乐兴起的关键性人物。 此处仅以为学界了解较少的辛汉为例略作说明。 辛汉系江苏江宁

人,清附贡生,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 毕业回国后,历任清政府民政部主事,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等。 辛

汉对音乐极感兴趣,对音乐教育非常热心,他先后编译的音乐教材包括《唱歌教科书》《中学唱歌集》《风

琴教科书》等。 其作品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多次再版,甚至出现“盗版翻印”的情况。 铃木米次郎称赞

辛汉编译的《唱歌教科书》“修辞雅饬,选曲精当”,说该书“出版不数月而重印数次” [18] 。 辛汉在 1906
年出版的《中学唱歌集》中还专门附录了一篇《刻唱歌集诸君鉴》,称“屡有采取鄙著者”,恳请以后“勿

庸齿录” [19] ,可见其编译作品流传之广。
日译音乐教科书是西方音乐知识输入的重要方式与关键阶段。 作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生产的重要

源头,日译音乐教科书对中国现代音乐运动意义重大。 日译音乐教科书的集中编译成为晚清音乐界引

人注目的奇观,它不仅为晚清的学堂乐歌运动提供直接的理论和知识工具,更新了晚清知识界对现代音

乐的认知观念,同时也转变了现代音乐知识在中国的传播路线。

三、清末西方现代音乐知识的本土转向

清末日译音乐教科书带有浓厚的日本音乐教育风格。 不过随着晚清学堂音乐教育的推行,商务印

刷馆等近代商业出版机构对音乐教育的关注与介入,清末几年间中国知识界自编音乐教科书开始不断

崛起。 清末音乐知识的生产由“单向传播”转向“主动接受”,教科书的出版也由纯粹的外译步入翻译、
创制并举的阶段,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呈现出明显的本土化转向特征。

(一)清本教科书出版机构的本土转向

清末音乐教科书出版的本土化转向首先表现为出版机构的本土化。 清末年间,音乐教科书逐步从

日本出版转到国内出版。 早期日译音乐教科书在编译过程中,不少编纂者还在日本留学,鉴于国内其时

印刷条件限制,这些教科书早期往往多在日本印刷,印刷好之后再销运国内,由国内的出版发行机构代

为发行。 例如最早的歌曲类教科书《教育唱歌集》就是由日本东京浅草黑船町榎本邦信承印,并木活版

所印。 《教育唱歌集》出过洋装面布、洋装纸面两种规格,前后几个版本都由这家印刷所印制。 此外,江
苏宁属学务处 1905 年发行的《音乐学

 

体操》、1906 年辛汉编译的《中学唱歌集》也都由东京并木活版所

印制。 日译教科书编译的初期阶段,由日本印刷出版再交国内发行的情况非常普遍。 随着晚清新式学

堂的盛行,教科书需求旺盛,特别是在商务印书馆、科学书局、文明书局、普及书局等民营出版机构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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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察觉教科书出版巨大的商业利润后,音乐教科书的印刷出版随之迅速转至国内。

商务印书馆自清末开始涉足教科书业务,并由此成就商务印书馆的迅速发展。 据统计,1901 年至

1910 年间,商务共出版各类图书 865 种,其中艺术类图书 23 种[20]
 

。 早在 1905 年,商务印书馆就创办了

小学师范讲习班,“学额六十人,以简易方法讲习教育、国文、历史、地理、理化、算术、唱歌、图画各科以

及养成小学教员。” [21] 1905 年,商务印书馆率先出版了华振编著的《小学唱歌教科书初级》。 1906 年复

又出版王季梁、胡君复编译的《唱歌游戏》,叶中冷所编晚清第一部《手风琴教科书》。 1907 年出版徐傅

霖、孙掞编译的《中学乐典教科书》,陈俊等译编的《小学唱歌教科书》,叶中冷编《女子新唱歌初集》,胡

君复、叶中冷合编的《女子新唱歌集二、三集》,1909 年出版胡君复《新撰唱歌集一至三编》等书。 值得一

提的是,商务印书馆不仅出版音乐教科书,馆中编辑也直接参与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晚清音乐教科

书编译中贡献颇大的胡君复便是商务印书馆编辑。

清末音乐教科书的大量出版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其中既有学堂乐歌运动的推动,更不乏商务

等本土出版机构“生意”的运作。 音乐教科书的大量出版以及商务等本土出版机构的大力推动,事实上

都暗示了该时期社会广泛的现代音乐需求。 这些音乐教科书的出版与学堂乐歌运动相互配合,从而激

发了现代音乐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

(二)清末音乐类教科书国家意识的觉醒

晚清音乐教材在普及音乐知识的同时,也成为近代知识界建构国家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教材编纂

方面,除了留学生自发编译外,晚清还出现了官方音乐教科书,直接反映清政府官方试图通过音乐歌咏

的形式灌输其意识形态。 1907 年,清学部编译图书局出版《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该书是第一本官方

编纂出版的音乐教科书,专门供初等小学之用。 作为清官方颁行的教材,学部为普及推广,特允许翻印,

并在书封底附印有《学部允准翻印初等小学教科书教授书章程》 [22]
 

。 除学部编译的音乐教科书外,清末

地方也有类似的官方教科书。 同在 1907 年,路黎元即协助张之洞编撰了《鄂督张宫保新制学堂唱歌》。

路黎元系湖北武昌人,早年留学日本,留学归国后即在张之洞所办师范学校内教习音乐。 路黎元所编该

书,乐歌歌词多由张之洞所做,谱曲则由路氏完成,最后由路氏完成编订。 这些官编教科书本身蕴含的

“修身、救亡和报国”教育思想,体现了清政府“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同时也与清末初兴的“国家主义”

音乐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在收回教育权、养成健全人格、铸就国民的国家观念以及提倡学习古曲、继承传

统文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3]
 

。

从内容看,虽然清末的乐理主要系由西方舶来,但乐歌创作则呈现出明显的本土特色,反映出国家

民族意识的觉醒。 与乐理教科书不同,唱歌教科书中的不少乐歌都由编者自创。 他们一方面把西方流

行的歌曲和乐曲曲调翻译引入,另一方面则在乐歌中加入了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内容,与当时的社会思潮

形成紧密互动,由此将音乐教科书作为形塑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 例如沈心工创作了《兵操》《革命军》

《美哉中华》等脍炙人口的乐歌,多体现抵御外侮、富国强民的主旨,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其时不少

学堂乐歌都对中国传统音乐抱较否定的态度,主张抛弃“无进取之志”的旧乐,以积极、爱国、向上的音

乐涵养德性。 而面对清末乐歌全盘西化的浪潮,李叔同等则强调以中国传统诗词与现代曲调的结合,探

索近代音乐教育的新路。 李叔同专门编辑出版了《国学唱歌集》,这部唱歌集继承中国古典诗词的优良

传统,用古文填写歌词,意境深远、韵味悠长,鲜明体现出乐歌创作的本土化转向,也反映出在对西方音

乐的接受过程中,知识界自我反思与自我选择的自觉意识。 沈心工、李叔同等近代音乐学家结合中国固

有文化,汲取西方音乐理论之精华,营造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音乐学科,构建了中国近代音乐学基

本的知识体系。
·24·



四、结　 语

中国音乐学学科的确立是近代中西音乐学彼此交融的产物,中国音乐学科的确立与引进、吸收和融

会西方音乐学术话语、知识体系密不可分。 在此过程中,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与流行为近代中国音乐

学科的奠立铺垫了道路。 回溯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历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大致经历了三

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最初是英美传教士为宣扬宗教,满足圣诗传唱和教会学校音乐教育而零星出版的

音乐教材,这类教科书多在教会内部使用,事实上未能在中国知识界造成较大的影响。 20 世纪初,清政

府修立学制推行新式教育,学校音乐教育始得初兴,留日学生将日式各级音乐教科书大量翻译出版,由
此造成了晚清日译音乐教科书出版的高潮,日译教科书也由此成为西方音乐中国化的基础和典范。 此

后,随着学堂音乐的推进,商务印刷馆等民营商业性出版机构的介入,音乐类教科书迅速本土化,大量面

向普通民众特别是中小学生的教科书迅速得以普及,成为推动近代音乐教育和学堂乐歌运动的重要力

量[24] 。 正是这三种知识资源的范式交叠、跨界拓展,进而彼此交汇,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音乐学的创造

性成长。
晚清音乐教科书的出版历程,清晰揭示了中国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历史脉络,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

生成的复杂性、偶然性。 就音乐知识的生成与传播来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商业

主义等不同的因素混杂其间,近代音乐知识生成过程中所倚靠的文化资源也各有差别,近代中国音乐知

识生产的文化路径提示了中国音乐学科发展的诸多源流。 晚清音乐类教科书的编纂出版不但深刻反映

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清晰指示出这一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竞争。 厘清蕴含于晚

清音乐教科书背后的学科、话语与知识脉络,深刻把握近代以来音乐理论的跨语境实践,这无疑有助于

重思当代音乐理论的范式交叠与跨界拓展[25] ,对于增强学术自信、构建中国特色的音乐学科体系、话语

体系和知识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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